伊朗、黎以冲突与“布什主义”的反扑

一个月前，笔者在“国际时评”发表的《一曲“布什主义革命”》中说，由于“伊拉克战争消耗掉了美国以及布什政府的主要军事、财政和政治资源，客观上，美国已经失去了继续推行其单边主义的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沃尔福威茨、博尔顿、利比等新保守派人物纷纷被排斥出布什第二任期外交的决策圈，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老保守派则靠边站，确立了以赖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主流路线”。

现在看起来，这个结论需要有所保留，“布什主义”虽然在第二期赖斯主导的外交路线中有所修正，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新保守派虽然已经退出美国外交决策的关键岗位，但在美国政治中依然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在过去的一个月，随着伊朗核问题的不断升温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已经退出白宫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又蓄积了新的力量，“布什主义”大有卷土重来的势头。

黎以冲突的战火虽然已经停歇，但是这场冲突背后美国的意图已成“司马昭之心”。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西蒙·赫什再次爆出猛料说：早在黎以爆发冲突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深度介入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而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伊朗。美国不仅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且从军事、外交和舆论方面密切配合了这场军事打击。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后，大量无辜百姓成为冲突的牺牲品，狂轰滥炸甚至造成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伤亡。这种状况使得美国的姑息和纵容态度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作为美国国务院的掌门，国务卿赖斯主张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停止行动。但是，总统布什显然乐见以色列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至少要在军事打击在收到效果后再收手。有迹象表明，在黎以冲突问题上，布什与其最信任、亲密的外交顾问赖斯之间出现了裂痕。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也面临着一筹莫展的困境。8月31日是联合国安理会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停止进行浓缩铀活动的截止期，伊朗总统内贾德在群众集会上公开宣布：“伊朗民族不会向威胁、侵略以及侵害其权利的行为屈服。”面对伊朗的强硬姿态，美国在外交上唯一能采取的行动是敦促联合国，或者联合西方盟国对伊朗实行政治制裁。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所能推出的制裁措施恐怕也相当软弱无力。

黎以冲突和伊朗核危机为美国保守派创造了卷土重来的良机。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成员对赖斯的工作表现极为不满，指责她处事无能，令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变得一塌糊涂。他们批评赖斯完全不了解中东局势，处理伊朗事务及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时，误导了总统。尤其在伊朗核问题上，赖斯的“胡萝卜”政策丝毫不起作用，美国的软弱和伊朗的强硬使得内贾德在这场政治角力中掌握了主动权。

美国国防部的强硬派官员，副总统切尼的幕僚，共和党保守派的大老，以及被赖斯和共和党温和派驱逐出政府一批新保人物，纷纷在私下或者公开发起了“倒赖”运动，敦促赖斯下台。共和党保守派的元老级人物、前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金里奇，新保守派的骨干、前国防部国防部政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等人公开在媒体上批评赖斯在外交方面毫无经验，而伊朗正是利用她的经验欠缺，到处制造麻烦，然后趁着美国分身无暇，加快推动核武发展计划。还有人在公开宣称，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牛仔外交”，而恰恰是因为外交还不够“牛仔”。

现在看来，仅仅根据当前美国在伊拉克困境就低估保守派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影响是不很明智的。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运动，从20世纪60－70年代发源以来，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植入了十分深厚的根基。衡量其影响力，不能仅仅看它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作用力，以及在身居政府高层的代表人物，而要更深层次地看它对美国社会大众心理的渗透。而这种综合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道德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虽然不显山露水，但在美国社会、尤其是乡村和中西部“红州”中的群众基础是十分牢固的，这股力量足以支持保守派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存活并且持续不断地发酵。

在美国《外交》杂志7－8月号上，《布什主义革命终结》一文的作者菲利普·高登在文章的最后也指出：“布什外交的新路线远不是不可逆转的”，布什政府内部依然有很大的势力主张用激进的手段解决恐怖主义和中东问题，新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伊朗的核危机以及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民主化的进展都可能成为“布什主义”卷土重来的契机。尤其是布什，作为一位身负“使命感”的总统，有可能采用冒险的手段来反击对他的批评。

然而，即便今天的布什还是五年前的布什，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五年前的美国。“布什主义”虽然死而不僵，但制衡它的力量已经被伊拉克战争动员起来。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看，即使“布什主义”真的能够再度烈火重生，其后果只能是对国际社会乃至美国自身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更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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